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巾国传统社吕基层管理肋模式

口刘永华

在传统儒家 的政治模式中
,

国与家之 间

似乎并没有某种形式的中间状态
。

所谓
“

修齐

治平
”

这 套行为模式 的连 续体
,

便是 由 自身

(修身 )而家族 (齐家 )
,

进而一跃而至国家 (治

国 )
、

天下 (平天下 )的
。

不过
,

在《周礼 》等著作

中
,

先儒们仍然设计 出一套乡村控制的模式
,

将宗法统制之外的百姓纳入
“

五家为比
,

五 比

为间
,

四间为族
,

五族为党
,

五党为州
,

五州为

乡
”

的
“

相保相守
”

的统制体系之中
,

可见在儒

家的政治模式 中
,

并非否定了家国之间 中间

状态 (亦即
“
社会

”
之本 义 ) 的存在根据

,

而是

早就设定了这一状态
,

并且
,

由于这一状态 比

起宗法组织更可能构成对国家挑战的某种渊

蔽
,

提出了在此状态中进行严格统制的必要
。

作为先儒发表 自身政治主张的著作
,

《 周

礼 》的这 套设计 自然不能上溯到周公摄政的

时代
,

甚至不能上溯到春秋早期
,

毕竟
,

它 只

是一种政治理想
。

不过
,

据说
“

管子以之治齐
,

商 君以之治秦
,

皆能致 富强之效
’ ,
①

,

说明春

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家 已经开始将这一设计付

诸实践
,

并相有所成
。

但是
,

自秦始皇建立大

一统的帝国以来
,

中央集权 日益加强
,

帝 国的

乡村体制并没有表现 出足堪眩人的成就
,

而

是一变再变
,

一败再败
,

先是 由西汉的乡亭之

制下的三老— 音夫— 游缴制变成东汉的

三老— 乡佐制
,

然后由北魏的邻长— 里

长— 党长制变成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对州郡

乡官的全面罢免
,

最后是 由王安石的保 甲制

演变成 明清时期的里 甲制和保甲制
。

这些乡遂制度之失败
,

在先儒们看来
,

未

免 又要叹息
“

礼乐崩坏
” ,

怀念遥远的古圣贤

和古典章
,

实则其原因端在于国家与此类制

度的关系
,

何也 ?此类制度并非以城市社区内

生 结构 为基础
,

而是追求
“

数 目字
”

(黄仁宇

语 )的管理
,

再者
,

制度的设置 目的乃是基于

利用它们直接为王朝服务的初衷
,

将之作为

王朝听讼
、

收赋税
、

禁盗贼的工具
,

所谓
“
县何

以里 ? 里何以长也
”

所以统一诸村
,

听命于知

县
,

而佐助其化理也
。 ’ ,

②如此
,

则已在制度上

否定了乡遂之制的 自主性
,

将之置于国家的

卵翼之下
。

然则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
,

一个
“
七品芝

麻官
”
又是如何管辖一个约有 20 至 25 万居

民的地区呢 ? 如果说在中古时代地方行政长

官可以养赖于地方门阀士族的话
,

在士族力

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宋元及明清两代如何

“

牧 民
”

确实成为当时士大夫讨论的一个中心

问题
,

宋元以来士大夫们倡导的恢复宗法
,

建

立义庄
、

创设乡约等模式和实践无不与此有

关
,

职是之故
,

有位 日本学者提出
,

自宋元以

降
,

在
“

修齐治平
”

之间添加了一个新的士大

夫行为模式
: “

化乡
” ,

其结果
,

是宋元以来地

方社团的扩张
,

乡村控制正沿着一个新的方

向发展
。

应该说
,

这种地方社 团的扩张
,

在很大程

度上应归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
。

农

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
,

商品贸易的 日益

频繁
,

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发展
,

阶级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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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动
,

文教的渐次普及
,

以及科举制度的臻于

完善
,

实际上都为地方社团的发展提供肥 沃

的土壤
。

这一地方社团的扩张是个涉及面极

广影响十分深远 的过程
,

它对于地方社会 自

身和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影响
。

在基层社会中
,

对于定居状态下的农民
,

有家族
、

宗族
、

乡约
、

会社等组织
,

对于定居状

态下的城市市民有厢坊等管理组织
,

对于流

寓状态下的诸如官绅
、

士子
、

工商业者及其它

流动阶层则有公馆
、

会社等组织
,

这些基层社

会管理组织是中央集权 间接化
、

社会不断发

展变迁之后
、

基层社会 自我管理能 力加强的

集中表现
。

这些社会组织既力求适应封建的

政治统治
,

又能顺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变更自

己存在的形态
。

一般而言
, “
祀神

,

合乐
,

义举
,

公约
”

是这

类社会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四要素
。

其中
,

神灵是此类社会组织增强 自身凝聚力的重要

纽带
。

士绅阶层经常成为此类社会组织的领

导层
。

他们往往通过宗教形式来实施管理
,

从

而有效地调解所处社区内水利
、

公 产
、

公山
、

械斗等社会经济争端
,

故此类组织几乎成为

社区权 力的中心
,

它们亦成为国家与民间社

会的转枢
。

许多家族往往在家庙
、

族庙中供奉

祖先牌位
,

或者在祖祠中供奉与神灵关系密

切的神明
,

形成为寺庙与祠堂的密切结合
,

血

缘与神缘有机融通
。

在一些多姓杂居地 区
,

民

间宗教信仰活动也往往是通过 乡族组织进行

的
。

在会社
、

会馆中
,

地缘
、

业缘
、

神缘照样是

很重要的整合纽带
,

在会馆
、

会社的神堂中到

处都弥漫着烟火香气
。

合乐则经常通过节庆

欢聚
、

宴会
、

演戏等凝聚人众
。

义举则主要是

以捐助等形式形成此类组织的庙貌庄严及延

续发展的必须经费
。

公约则追求彼此之间的

互律
,

以求达到本社区内的社会稳定
。

由于这类社会组织的 民间性质
,

维持这

些社会组织正常运作的经济基础就主要体现

为义 田形式
。

有人经过对义田史料的梳理确

认
“
义 田不仅仅是族田或族 田的一部分

,

而是

包括家族
、

乡族
、

会社
、

会馆等基层社会管理

组织的经济基础
。 ”
义田的来源也不仅仅是地

主 阶级所获地租的转化物
,

而且包含了社会

上许多阶层的共同投入
。

由于封建政府对义

田采取优惠政策
,

使义田更具有稳定性和 自

身增殖性
,

从而为这诸多社会组织的勃兴注

入 了活力
。

应该说
,

在这诸多社会组织中
,

最能体现

明清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当

数会馆
,

它不仅可以跨越城乡的局限
,

而且还

可 以沟通官民
、

士庶
、

沿海与内陆
,

文化继承

与文化更新等许多方面
,

因而它既体现为是

对家族组织的摹拟和超越
,

同时也是一种新

的创造
,

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较强 的 自

我调节 力和适应性
,

这种 自我调节和适应能

力不仅来 自统治阶级
,

有时可以看成是全社

会的共同努 力
。

显然 目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

正逐渐形成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
,

社会 主义

市场经济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指导
,

人文科

学工作者义不容辞
。

关于社会组织研究实际

上是个多学科可以共同致力的领域
。

可喜的

是
,

有的人已引进了西 方的
“

公共领域
”

的概

念
,

力倡加强社会中间组织的建设
,

有的则从

传统民族文化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

展问题
,

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学者来关心这个

问题
,

推进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化
,

为我国的社

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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